
第七章 合浦廉政文化促进当地社会进步

秦统一岭南之前，合浦基本上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骆越族内部存在着无数彼

此独立的氏族集团，文明程度较低，很多原始陋习盛行。如当时岭南流行“埋骨葬”，

“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
[1]
；岭南人比较好斗，“锐兵

任死，越之常性也”
[2]
，这些表明当时岭南的风俗还相当愚昧落后。秦汉以降，大批中

原移民南下，他们与岭南人杂居，将中原农业文化带进岭南，渗透到岭南人的生活中，

使岭南人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走上了文明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较大的进

步。

一、朝廷经略与社会经济发展

赵佗在推动岭南汉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坚持推行“和辑越人”的民族

政策，在政治制度上承秦仿汉，将汉字在辖域内推广，并鼓励中原人与越族通婚，促

进了岭南的继续汉化。汉高祖刘邦对其称赞有加：“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

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

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3]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 年）春，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兵反汉，波及九真（今

越南中部）、日南（今越南南部）、合浦等地，一时之间，形势严峻。皇帝拜马援为伏

波将军率军平叛，大军至合浦，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所到之处，穿渠

灌溉，以利其民，终于在建武十九年（43 年），“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
[4]
，大获

全胜。广西北部湾地区百姓在这场战争中参与了进军道路的建设、运输工具的制造及

后勤物资的准备等工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公孙述据蜀时，费贻“漆身为癞，佯避世，述破，光武征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

“节义至仁费奉君，不仕乱世，不避恶君。”
[5]
任延任九真太守后，“教其耕稼，制为冠

履，初设

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6]
。锡光在汉平帝时任交趾太守，“教导

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任）延”
[7]
。他们的做法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很多当地

人甚至为儿子起名为“任”，以表示对任延的敬意。锡光、任延在教民耕稼、建立学校、

导以礼义方面颇有“化声”，遂有“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8]
的说法。部分岭

南循吏廉洁奉公、鼓励农桑、发展教育，深受岭南人民爱戴。据《后汉书·循吏·孟

尝传》记载，孟尝于汉桓帝时任合浦太守，合浦与交趾比邻，“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

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

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



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9]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贵州·风俗》曰：“风俗多何、滕、黄、陆等姓。以水

田为业，不事蚕桑。生以唱歌为乐，死以木鼓助丧。又郡连山数百里，有俚人，皆为

乌浒诸夷，率同一姓。……居止接近，葬同一坟，谓之合骨，非有戚属，大墓至百余

棺。凡合骨者，则去婚，异穴则聘。女既嫁，便缺去前一齿。”
[10]

岭南贵州地区的何、

滕、黄、陆等姓，应属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水稻生产。而所谓“有俚人，

皆为乌浒诸夷”，则证明了历史上岭南西南部的乌浒蛮实际上就是俚人。至宋代，俚人、

乌浒人等仍较多地保持其原始风俗习尚，其葬俗实行的是“合骨葬”。《太平寰宇记》

一方面称俚人、乌浒诸夷“率同一姓”，即没有姓氏的差别；另一方面却又记载“俚人

滕氏有竹使、铜虎符，传云汉朝所假，至今存”
[11]

。据此可知，“俚人滕氏”可能早在

汉朝就被任命为官，应属汉化较深的俚人，但是直至北宋初年，却仍然还保持其俚人

的身份。

一些博易场集中在广西西南，它们之间的距离，近者六七十公里，远者不过两三

百公里，有便利的交通道路相连。西南地区来的商人和海外舶商在几个博易场内辗转

贸易，互通有无，十分方便。各博易场内，内外贸易根本无法截然而分，大理贩马商

人、巴蜀丝绸蜀锦商贩则通过横山寨辗转钦州港或永平寨博易场，同那里的海商进行

交换和贸易。海商和交趾商人也能来到横山寨等博易场同内地商贾交易。既然贸易不

能截然而分，博易场与海港间自然形成相互通连的内外贸大市场，正所谓“朝廷马政

多在邕，边方珍异多聚思也”。任何参与这个大市场交易的人、民族、地区和国家，实

际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国内外贸易。来广西进行交易的大理政权统治下的各民

族也不例外，从下述这段史料可以得到证明：“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

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

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

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

《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碗（疑即饶州浮梁磁器。书梁作量），琉璃碗壶及紫

檀、沉香水、甘草、石决明、并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
[12]

乾道癸巳，即南

宋乾道九年（1173 年）。大理人带到横山寨的这张购物清单很有意思，所求购者分三类：

一为内地文化典籍，二为日用器物，三为海产品和香料药物。若以产地来分，文化典

籍、磁器等产自中原内地，琉璃器皿、香料、海产药物等为沿海产品和舶来品。由此

可见，大理人来横山寨不仅采购内地产品，而且也大量采购舶来品，内部贸易与海外

贸易并举，云南通过广西实现了海外贸易，而合浦也通过盐马贸易参与其中。

农桑水利关乎百姓生计。明代中后期，一些合浦地方官十分重视招抚流民，发展

农桑，兴修水利。成化五年（1469 年），庆远卫（今河池市）邢正任廉州知府，“持心



正大，招抚流民，化及贼寇”
[13]

。丰城杜礼，在廉州同知任上“抚谕疍人，筑石龙土

城，复业流民，严惩盗珠、劫掠首恶，兴罗城江水利，修郡城”
[14]

。成化十七年（1481

年），江西安仁刘烜宇任廉州知府，“兴利除害，毁淫祠，兴水利，招集流民”
[15]

。正

德年间，廉州知府沈纶“爱民如子，严惩监使太监，疏浚州江，建爱民亭”
[16]

。嘉靖

十七年（1538 年），廉州知府张岳“光明正大，省苛赋，疏水道，改建郡、县学”
[17]

。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廉州知府郭廷良“赋性刚方，执法严肃，宽仁待下，清介自

持，筑堤围田”
[18]

。在这些廉政官员的推动下，大量流民涌入合浦，充实了劳动力。

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年间广东布政使罗荣曾向中央请求“高、肇、雷、廉所

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为啸集，请募民开垦，劝课农桑”
[19]

。一方面，吸引

外地居民流入，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可促进高、肇、雷、廉等府社会稳

定。合浦社会经济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以丝织业为例，宋代合浦等地虽有丝织业，

但工艺较差。《岭外代答·服用门》记：“广西亦有桑蚕，但不多耳，得茧不能为丝，

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缕，以之织细，其色虽暗而特宜于衣。”
[20]

而明代后期，廉州丝

织渐成规模，《（崇祯）廉州府志》载：“合浦县桑六千六千一百二十二株，丝六两一钱

一分二厘。”
[21]

可见合浦养蚕植桑已有相当规模，从课税“六两一钱一分二厘”看，地

方政府鼓励丝织业发展，税额较低。这种良好势头延续到清代，《（康熙）廉州府志》

记述廉州杂植，主要有“绵、桑、苎麻、络麻、茱萸”
[22]

等，可见合浦仍不乏植桑者，

丝织业继续发展。清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周硕勋、康基田等提倡农民种桑养蚕。清代

后期“合浦县开始有缫丝业，清末常乐已有黄丝由合浦销往香港”
[23]

，大大推动了对

外经贸的发展，促进了与百姓生计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用品贸易市场的扩大和延伸。

西汉中后期，随着以合浦等地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合浦的商

业贸易逐步繁盛，但遗憾的是，由于贪渎官吏“采珠自入”，当地居民未能共享海上丝

绸之路的发展成果。东汉时期，以费贻、孟尝等为代表的地方廉洁官吏施行仁政，积

极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垄断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者，不仅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贸易

的正常发展，也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秦汉时期，合浦等地的西瓯、骆越族

群向乌浒人、俚人演进，南迁中原人群也参与地方建设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俚、

僚族群出现分化与融合式发展。隋唐时期，当地少数民族酋豪活动的活跃促进了蛮僚

族群的分化。宋代，被称为“溪峒诸蛮”的非汉族群分化逐渐明晰，族称初步确立，

地缘共同体初步形成。明代以来，合浦廉政官员发展农桑、招抚流民，来自广东等地

的流民就食廉州，促进了多民族共同建设家园的格局的形成。

二、合浦廉政历史文化与多民族交流融合

古代合浦地区地旷人稀，历代官方组织及自发移民进入这片地区较为常见，使得



合浦地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一般来说，由于外来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

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有差异，其经济水平也有差异，各民族相互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

文化的变迁成为永恒的社会现象。合浦廉政文化具有廉平正直、和辑百姓的特征，有

力地调和了当地少数民族与外来移民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合浦文化体系的

孕育、发展和传承与多民族交流融合密不可分，这使得包容与开放的心态深深扎根于

合浦大地。

秦代移民在中国古代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短短的十五年间，移民的人数

之多、距离之远、次数之频繁，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后来的其他朝代所少见的。
[24]

秦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史记·秦始皇本纪》

载：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25]

。

为了实现对岭南地区的长期占领，秦始皇不断增兵岭南，“发适戍以备越”
[26]

，分别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和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增兵：“三十三

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

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27]

赵佗为了稳定在岭南驻守士卒的军心，

向秦始皇提出一个请求：“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

千人。”
[28]

唐杜佑曰：“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
[29]

《三国志·薛综传》

载：“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
[30]

两汉时期，徙合浦者很多。据学者统计，“《汉书》《后汉书》共有十六处提到将获罪

王公大臣及其亲属‘徙合浦’的记载”
[31]

。汉末，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大量北方人流

入交州。牟融在《理惑论》序中说：“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

来在焉。”
[32]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交州偏安一隅，许多百姓选择从会稽出海，南

至交州一带避难。《三国志·许靖传》记载：

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与曹公书曰：“……会稽倾覆，景兴失

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

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

殍荐臻，死者大半……”
[33]

这一史实记载在广西梧州市富民坊出土的永嘉六年（312 年）西晋墓墓砖铭文中得

到证明。出土墓砖规格为 35 厘米×17 厘米×5 厘米，两平面均饰网纹，两端为素面。

砖的侧面有模印文字，皆阳文、隶书，文字有“永嘉六年壬申富且寿考”“永嘉六年壬

申宜子保孙”“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三种
[34]

。墓砖铭文进一步证实，汉末天下

大乱，但交州仍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



隋唐时期，流（徙）钦州、合浦的罪官、平民很多。“唐末，天下已乱，中朝士人

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
[35]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衣冠南渡，大量北人南迁，

掀起继西晋八王之乱、唐末安史之乱后第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浪潮。广西地区亦是

重要的移民迁入点之一。蔡绦曾指出北人大量南迁后广西的物价变化：“岭右顷俗淳物

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

涌贵。”
[36]

靖康之变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徧满”
[37]

，“中原遭

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

幸获安居”
[38]

。周去非《岭外代答》亦谈到钦州有五种群体：“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

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二曰北人，语

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

僚者是也，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

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蜑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

东西之音。”
[39]

其中土人和俚人皆为合浦本地的少数民族，外貌口音及生活习俗皆有明

显特征。廉州也有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
[40]

。自福建而来的射耕人及常

年于粤东西海岸游走的蜑人，“语似福广，杂以东西之音”，可见蜑人的活动范围可从

粤西海岸向东延伸到福建沿海地区，从口音的影响来看，这种往来必定是频繁而长期

的，合浦以东至福建地区的海道常年人群往来不绝，自发迁入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流民

数量相当可观。

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不乏各地居民流人。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年

间广东布政使罗荣曾向中央请求“高、肇、雷、廉所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

为啸集，请募民开垦，劝课农桑”
[41]

。一方面吸引外地居民流入，开垦荒地，发展农

业；另一方面，可促进高、肇、雷、廉等府社会稳定。王士性《广志绎》载：“廉州，

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

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蛋户，舟居穴

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这里的“客户”就是商人，其特征是“解汉

音，业商贾”，也就是讲中原话的商人； “东人”就是从福建迁移而来，会讲闽南语

的客家人，职业特征是农耕；“俚人”就是当地越人的后裔，不会说“汉音”，过着刀

耕火种的生活；“蛋户”就是疍家。清代，广东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潮州等地不断有居

民流入沿海高、雷、廉等州。雍正五年（1727 年），广东巡抚杨文干向中央报告：“粤

东惠、潮两府今春麦苗茂盛，皆高数尺，将来丰收可以预卜。惟是潮州各属地方人多

田少，又兼上年被水，各县冬间米价稍昂，贫民有往高、雷、廉等府就耕谋食者。”
[42]

嘉庆时，清政府下令从外省征集北方善种旱田的农业技术人才前往这些地区：“粤人惯

耕水田，旱田不谙种植。高、雷、廉琼等处平坡山麓，及沿海一带平壤宜菽宜麦，皆



可有秋，只缘居民不晓土膏地脉之宜，一切农具又不适用，以致地有遗利。令山东河

南二省选善种旱田者二十人送粤教耕布种。”
[43]

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商业，各地移民的涌

入刺激了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和商业贸易的开展。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克明俊

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其思想涵盖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

等多层含义。随着帝国体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合

浦廉政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历代朝廷经略和地方官员践行儒家民

本思想及仁政思想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日益丰富。合浦廉政文化所包含的廉政制度文化、

廉政思想文化和廉政社会文化等，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推动和发展了海上丝绸

之路，改进和完善了社会治理。深入挖掘和借鉴古代合浦廉政文化，对于今天的党风

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时期，生活在合浦的越人就已从事珍珠等海产品的采集活动。由于临海而居，

他们很早便从海洋中获取食物维持生活，形成重渔猎的传统生业方式。在汉文化传播

之前，合浦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想获取南方地区的犀角、象齿、

翡翠、珠玑，“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
[44]

进攻岭南，取百越之地。汉武帝平定南

越国后，把岭南三郡析为九郡，加强了对岭南的控制。

西汉中后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重要始发港

的合浦，贸易日益繁荣，珍珠成为重要贸易品。当时百姓仍延续传统的生产方式，多

不务农业，依靠采珠为生，来换取交趾的粮食。到魏晋时，合浦仍然是“郡土地硗确，

无有农田，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
[45]

的状态。珍珠作为一种珍贵

的资源，其采集和贸易受到中央王朝和当地政府的极力控制。西汉时期，另一重要珍

珠产地——珠崖郡，执行“内珠人于关者死”的法令，朝廷对珍珠贸易进行严格限制，

合浦地区也不例外。当时官府严禁将珍珠私自带出关，严禁私下进行珍珠贸易。东汉

时期，朝廷所遣之官多贪污腐败，无限制地驱民采珠，甚至造成珍珠采绝，致使行旅

不至、贫者饿死于道的情况出现。到孙吴时期，合浦官吏继承汉代贪渎、采珠自人之

弊，更加严格控制采珠业。三国吴黄武七年（228 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由官府垄

断合浦地区采珠业。由于朝廷“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
[46]

，百姓没

有珍珠交换大米，大量百姓破产失业，饥饿困乏，甚至四处抢掠，成为盗贼。

在此过程中，合浦涌现出一批清官廉吏，他们为民请命，革除时弊，与民休养生

息，发展经济，获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东汉初，费贻为合浦太守，在任期间政清刑

简，大力推行农耕，奖励农民开垦荒地，还引进中原先进技术，使当地百姓受益匪浅。

到汉顺帝时，孟尝为合浦太守，“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

反其业”
[47]

，百姓一时得以安居乐业。西晋时，交州刺史陶璜上疏武帝，建议放开民



间珍珠贸易，采取抽税制度，推动了“分层抽物”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制度创设，扭

转了孙吴以来合浦内外贸易颓势，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一度再次繁盛起来。这些清官廉

吏积极施行仁政，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垄断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者，不仅保证了海上丝

绸之路商业贸易的正常发展，也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制约，这种主要依靠个人德行的仁政难以长久地延续，合浦

还是不断处于廉吏为民、政通人和、贸易畅通、百姓安居和贪官贪利、百姓流离失所、

贸易衰落的循环中。每当百姓受到官府的欺压时，他们就渴望出现像费贻、孟尝、陶

璜这样的廉吏，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有意塑造廉吏

形象和宣传廉政文化。唐贞观八年（634 年），唐太宗因大廉山之名将合浦改为廉州，

以树清廉勤政之风气。此后的各个朝代，到合浦任职的部分官员也受到先贤的影响，

勤政为民，发展经济，部分还获得朝廷的嘉奖，不断扩大了合浦廉吏的队伍。

自东汉中后期起，“珠还合浦”慢慢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意象，以孟尝为代表的廉

洁官吏不断为后人所推崇。唐代诗文和科举考试中大量运用“合浦珠还”作为典故，

扩大了合浦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宋明时期，文人墨客歌颂合浦廉吏先贤，不断塑造合

浦廉吏的光辉形象。以“珠还合浦”等为代表的合浦廉政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延续

千年，得到不断发扬光大。

合浦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纵观历史，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

合浦廉政文化对于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廉洁之路仍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首先要不断完善政治制度，形成

有效的监督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贪污腐败发生；其次是在对外贸易过程

中，不应与民争利，而应鼓励民间以合法的手段开发资源，进行正当的贸易；再次要

完善经济制度，规范市场，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48]

。建设廉洁之路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意愿，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

世界各国各地区企业的共同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并探索出符合中国国

情的日益完善的制度化反腐败道路，这些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目前，中

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这时候需要我们不断传承和弘扬廉政文化，

总结历史经验，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抵制“糖衣炮弹”，为“一带一路”渲

染廉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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